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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坚持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有创新的

实招硬招，而以创新为基础的固定资产更新是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手段之一。我国企业固

定资产更新速度整体仍较缓慢，新冠肺炎疫情大大提升了开展以创新为基础的固定资产更新的紧迫性，

全球范围内新一轮产业革命为固定资产更新提供了可能性。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国的创新型固

定资产更新，应注重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推动开展，以技术进步为基础、软硬件兼备，

兼顾国内外经济环境，与“十四五”发展目标形成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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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坚持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有创新的实招

硬招。在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和长期影响情况下，还需探寻兼顾短期与长远发展的应对

之策。随着我国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如何采取根本性措施稳经济、保民生、促增长，实现

“十四五”发展目标，并为 2035 年远景目标的实现奠定基础，是当前经济学界的重要议题。而开展以创

新为基础的固定资产更新，既可有效扩大内需，又能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可

成为当前诸多落实“十四五”规划的一揽子经济政策中的重要选项。
一、固定资产更新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经济学历来重视技术变革与经济发展、基础设施投资与宏观经济增长，从马克思的固定资产更新理

论，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信息技术生产率悖论、微观企业的固定资产更新决策等问题的研究，不仅是

关系企业本身投资决策效率的问题，更是关系到社会整体生产效率与经济增长的重要问题。
( 一) 马克思固定资产更新理论及其在中国应用的研究

固定资产一般指企业为生产产品、提供劳务、出租或经营管理而持有的，使用时间超过一年以上，并

且价值达到一定标准的非货币性资产。马克思的固定资产更新理论，有助于理解固定资产更新及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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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般性推动作用。马克思认为，在实际社会生产过程中，固定资产由于“使用本

身”和“自然力”的影响，受到实际的有形损耗; 更因为“同样结构的机器能够更加便宜地生产出来”或者

“出现更好的机器与原有的机器相竞争”，原有的机器也将“或多或少地贬值”。由于固定资产存在有形

及无形的损耗，必须对固定资产进行相应的“修理”“补偿”甚至“更新”。固定资产的更新可以是原样

更新，也可以是以革新的形式来进行。在科学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必须采用后一种方式。马克思在谈到

固定资本的更新时说:“它们不是以原来的形式，而是以革新的形式进行补偿”。［1］190－191固定资产的“更

新”不同于固定资产的“积累”: 它不是“以原来的形式”简单在实物形态上进一步扩大固定资产规模，而

是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以革新的形式进行补偿”，用新的、更为有效的机器设备来替换旧的机器设

备。固定资产更新是企业内部的“基础设施投资”，不同于早期、小范围的研发投入，其更为直接地将先

进的生产设备引入实际生产过程中。
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固定资产更新不仅是私营企业主在竞争中提高生产效率、实现更多剩

余价值的手段，更是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发展阶段的标志。资本主义周期性的危机使市场竞争加剧，大

批因技术落后而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的中小资本家被迫破产; 而少数掌握先进技术、实力雄厚的大资

本财团往往通过合并的方式使先进的生产设备得以普及，资本主义固定资产由此实现周期性技术更新

改造。这个固定资产周期性更新过程，一方面，是一种自发的、强制的使整个产业的基础结构走向技术

进步; 另一方面，也是克服经济疲软的有效手段。“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生产资料的变换加

快了，……这种由若干互相联系的周转组成的包括若干年的周期，为周期性的危机造成了物质基础。
……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1］206－207因此，固定资产更新对产业调整和宏观经济发展起到重

要的基础性作用。
以马克思关于固定资产更新的理论为基础，对我国固定资产更新的集中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

一方面，在科学飞速进步的时代背景下，学者们开始对固定资产更新的内涵本身有了更具时代意义的认

识。一些学者提出，要认识固定资产更新对企业发展的重要作用［2］，要以“技术进步”为基础［3］。另一

方面，学者们开始认识到固定资产更新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4］后来面对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的国内

市场疲软，有学者提出，依次递进的固定资产更新是克服经济疲软、调整经济结构的基本途径［5］。新世

纪以来，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更多的研究集中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语境下，论证固定资产投资

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6，7］。同时，经济增长同样对固定资产的更新和投资存在促进作

用。［8，9］

( 二) 新古典经济学视角下企业固定资产更新决策的论战

人类的历史实践表明，蒸汽机、电报等通用型技术的投入使用，对生产效率起到巨大的提升作

用。［10］信息技术作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重要成果，是 20 世纪 80 年代固定资产更新的重要内容。随着

以电子计算机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美国大多数企业将固定资产采购预算的三分之一都用

于信息技术设备的采购，直接导致美国非农产业生产者信息技术相关的占比由 1973 年的 1．8%急剧上

升至 1985 年的 7．8%。反映在理论上，学者们认为，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固定资产更新的作用至少体现

在三个层面: 改变产业结构与竞争格局、促进新的商业模式诞生和帮助率先采用的企业在竞争中胜

出［11］。但后来对实际企业的生产效率追踪的研究发现，相关企业及社会整体的劳动生产率并未因此而

提高［12］。由此学者们展开长达超过半个世纪的“信息技术生产率悖论”的研究与讨论［13］。
早期的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在新古典生产函数的基本框架下展开，即企业的产出取决于

企业的投入。［14－16］在这一框架下，20 世纪 80 年代以 Loveman 为代表的一些学者，通过对不同行业中企

业信息技术投资前后绩效的对比，认为单纯的信息技术投资并不能显著提升企业产出。［17，18］针对这一

悖论，学者们对信息技术生产率悖论的新古典假设进行探讨。Sircar 等学者认为，新古典生产函数的理

论框架适用于对企业产出的研究，而非企业的生产率本身。［19］事实上，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更新，不仅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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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了企业单位产出成本，更提升了产品质量［14］，但新古典生产模型却无法在产出中直接衡量产品质量

的提升。进一步，Bresnahan 认为在新古典的假设下，学者们将信息技术的投入作为一种传统的企业投

入，因此才产生了“生产率悖论”。［20］但事实上，信息技术更新对企业生产过程的各个方面均有影响，因

此更应将其视作具有一般意义的通用技术。Brynjolfsson 和 Hitt 认为，企业产出与绩效的研究不应受制

于新古典生产理论，而应回到竞争战略的框架中来看。［10］这也引发了学者们在微观企业情境下，对与资

产更新相匹配的组织变革、人力资本与管理实践创新的进一步探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学者们采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分析信息技术资本及与之相关的人力投入

的产出弹性，并找到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信息技术的投入可大幅度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水平［14－16，21］

进而使关于生产率悖论的讨论在美国市场的研究语境下达成一致。根据相关研究测算，每一美元的信

息技术投入，在其使用期内能带来超过 0．6 美元的年收益。
( 三) 资产更新的产业升级意义探讨

概括地说，大规模的企业固定资产更新将促进产业整体以新的生产方式开展生产活动。在信息技

术更新对生产率作用的研究中，Hammer 和 Malone 等学者认为，信息技术更新在产业层面的意义在于，

为人们以“新的方式”生产“新的产品”赋能。［22，23］还有一些学者们认为，企业信息技术的更新至少在提

高“产品质量”与“劳动力质量”两个层面上对整个产业产生影响。［18，24］

固定资产更新对不同产业的效率提升作用有所不同，其效果总是在更加标准化、规则明确的行业显

现，并逐渐向服务业等需要在生产过程中进行复制决策的产业渗透。［25］以第三次工业革命期间美国企

业大规模的信息技术更新为例，生产率悖论在服务业尤为突出; 但在一般制造业，信息技术的更新对生

产效率的提升效果则相对显著［26］。针对这一产业间效果差别的理论解释是，尽管企业对固定资产进行

大规模更新，但并未同时对员工进行相应的培训或增加相应的技术岗位，因而造成实际过程中的效率低

下; 而在更为标准化、流程化、规则明确的制造业，固定资产更新带来的效率提升会更加明显。这一解释

与学者们在组织内部的研究相一致，即信息技术投入的效率提升与企业人力资本的投入显著相关。［27］

当然，随着人工智能与深度学习技术的应用，固定资产更新对不同性质产业的影响路径有可能随之改

变。
正如在企业层面固定资产更新带来的产品质量提升无法在生产函数中直接体现一样，产业层面的

研究中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由固定资产更新所引发的产业组织结构变化、产业周期变化等结果，无法像

实际产出一样可以被直接测度。如，信息技术使不同行业得以更为广泛地连接起来。在这样的前提下，

企业与产业链上下游合作者的沟通与协调成本大幅降低［28］。因此，随着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普及，产

业内部的垂直整合显著减少。此外，学者们在研究中还发现，规模更小的公司更有可能进行大规模的固

定资产更新。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固定资产更新在非集中化的组织构架下，更有可能体现其价值。
( 四) 固定资产更新与宏观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在宏观经济研究中，虽然还较少从企业固定资产更新这一视角来分析技术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但并不代表固定资产更新与宏观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事实上，基于生产函

数的企业研究已经证实了固定资产的更新有助于生产效率的提升。通过对加总数据的精确测算，学者

们更是在宏观层面对“生产率悖论”本身提出新的挑战: 如果没有进行大规模的信息技术更新，整体经

济可能面临更低的增长。［29］这一研究也进一步引发从宏观经济增长的视角出发，对大规模固定资产更

新进行的研究与思考。
宏观视角下对固定资产更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方面: 固定资产更新如何提升整体社会福利，如何

测算固定资产更新的宏观经济产出，固定资产更新的通货紧缩效应。
在研究中，学者们还试图通过加总产品及劳务市场价值的核算方式来估算固定资产更新对宏观经

济整体的影响。这些影响包括: 产品质量提升及其带来的福利提升、新产品、更高水平的消费者服务、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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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速度的提升［10］。整体上，学者们将这些无法具体测量的因素概括为其正向外部效应。De Long 和

Summers 最早采用定性的方法，来衡量这一正向外部效应，［6］具体公式如下:

DYL=c+βEiE+βS iS+θ* GAP+γ* DL+ε ( 1)

其中，DYL 代表每个劳动力实际 GDP 的平均年增长率，iE 代表期间的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投入，iS
代表与之相关的培训等组织投入，GAP 则代表 m 国每个劳动力的实际 GDP 产出与美国相差的百分比，

DL 代表了期间劳动力的增长率。
Alan 等学者进一步证明了在公式( 1) 中 βE＞0，进而证明了固定资产投资的正向外部效应的存在。
此外，学者们在研究中还注意到固定资产更新所带来的通货紧缩效应。Lau 和 Tokutsu 研究发现，

计算机广泛使用带来本身价格及关联产业产品价格大幅下降，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的通货膨胀率每年

下降 1．2%。［30］这与单一企业模型中所得到的结果相一致。
必须认识到，企业的固定资产更新与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在宏观领域所发挥的作用有所不同。主流

的宏观研究认为，公共领域的基础设施投资，特别是交通建设，能够提升社会效率与企业盈利水平，［31］

并由此促进私人投资［32］。而以企业为决策主体的固定资产更新，作为企业的自主经营决策投资行为，

相较于公共领域的基础设施投资，在整体上将有更高的风险调整后的资本回报率［33］。
可以把这些研究成果综合成单一企业来反映企业固定资产更新对社会经济的整体影响路线。假定

市场中有单一生产者，在受外部冲击的情况下，如有技术进步导致的固定资产价格大幅下降、政府鼓励

政策等外部因素影响，生产者决策进行固定资产更新，随之带来的是由生产效率提升导致的产出提升，

进而造成市场均衡价格的下降，从而提升了宏观经济增长和社会整体福利水平。事实上，20 世纪 80 年

代美国计算机的普及，以及随着计算机普及带来的相关产品的价格下降，推动了社会整体效率和福利水

平的提升，就是这一逻辑模型应用的最佳案例。
总之，理论研究和经济实践表明，新设备新技术的广泛使用、生产部门间由于固定资产更新而形成

的相互推动作用，是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机制，从而成为经济迈向新阶段的助推器。
二、“十四五”时期我国需要进行大规模固定资产更新

( 一) 我国企业固定资产更新速度整体缓慢，需要加快

在较长的一段时间，我国主要采用平均折旧法对固定资产进行折旧。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全部工

业类的折旧年限平均约为 24 年，每年折旧率约为 4%～4．5%，平均折旧率为 4．2%。［3］进入 21 世纪以来，

我国适应性地调整了固定资产更新与折旧的管理办法，规定了各种类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重点行业企

业采取加速折旧法。2011 年，我国工业企业综合折旧率上升至 8．7%。［34］这一比例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

较大差距，如美国设备更新周期长度约为 7 年，工业企业综合折旧率超过 10%。
进入“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仍处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期，此时一些改革开放初期

建成的企业设备也已老化，需要进行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加速固定资产更新。只有通过大规模固定资

产更新，使新的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在生产过程中得到广泛使用，带动投资真正转化为新增固定资产，

才能有效推动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因此，从经济转型目标和固定资产更新周期来看，目前进行

大规模固定资产更新具有必要性。
( 二) 固定资产更新是促进宏观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战略选择

当前，我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处于核心地位，实行以创新引领的大

规模固定资产更新不但可通过创造新需求，带动消费市场和消费升级; 而且可以利用固定资产更新对经

济增长的内在促进机制，抓住历史窗口，实现产业升级，调整经济结构，实现促进宏观经济长期稳定发展

的目标。
( 三) 第四次工业革命启动了大规模固定资产更新的时间窗口

正如马克思固定资产更新理论所指出的，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更新要以“技术进步”为基础。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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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全球正处于新一轮产业革命的窗口期，这为我国启动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固定资产更新提供了

可能性。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全球技术与创新变革中，中国以巨大的市场经济规模实现了

快速扩张，诞生了能与世界级互联网巨头 FAANG( 即脸书、苹果、亚马逊、Netflix、谷歌等国际互联网巨

头) 同台竞技的互联网企业 BATs( 即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互联网企业) 。但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国

在原发性的技术创新、原发性技术进步及其产业化领域，如芯片产业等依旧处于劣势。全球范围内，5G
技术、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及区块链等新技术正在由实验阶段向实际产业应用领域发展。在现阶

段，通过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更新，将全球范围内的新技术与我国的制造业结合，将快速提升我国制造业

的生产效率。以人工智能为例，与传统的人工生产相比，人工智能依托大数据与机器学习算法，使机器

能在特定情境下模拟人的思维方式思考、分析并解决问题。通过更新固定资产，以人工智能为当前的固

定资产赋能，无疑将大幅提升产业发展的智能化水平，创造更大的经济与社会价值。
总之，对固定资产进行更新，是社会化大生产下劳动资料不断更新的必然趋势，是现代经济体系中

对原有固定资产进行现代化替换的方式。全球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下的技术进步，又为当前的固定资

产更新指明了发展方向。实现更大规模、更快速度的固定资产更新，有利于我国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抢

占先机。
三、进行以创新为基础的固定资产更新的对策建议

生产过程中新设备新技术的广泛使用、生产部门间由于固定资产更新而形成的相互推动，是调整经

济结构的重要契机。因此，应充分理解并把握本轮固定资产更新的时代特点，进行以创新为基础的固定

资产更新。
( 一) 注重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进入新世纪以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已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因此，本轮固定资产更新

应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基本出发点，从而使固定资产的更新与世界范围内新一轮技术革命进程相一

致，有效实现以技术改造促进产业结构转型，进而由第一部类带动第二部类发展。固定资产更新不应仅

注重数量与规模的扩大，更应注重固定资产质量的提升，特别是生产效率的提升。要将固定资产更新作

为扩大再生产的主要抓手。在从供给端投入宏观经济各种生产要素时，要特别注重对提高全要素生产

率有重要作用的技术更新改造。理论上，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产业结构的调整，本质上就是对生产

函数中各要素比重的调整，根本任务是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应成为本次固定资产更新的基本出发

点和立足点。
( 二) 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推动开展

企业是市场的微观主体，只有充分调动企业更新固定资产的积极性，才能真正激活市场的升级与创

新活力; 只有让市场的引导机制真正发挥作用，特别是在固定资产更新过程中引导国内企业对接全球资

源，才能确保固定资产的更新能够飞跃式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之间的矛盾。因此，必须充分赋予企业在固定资产更新中的自主权，由企业来决策。政府作为市场规则

的制定者，要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有序投资的市场环境。
在新一轮固定资产更新中，要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优越性。这方面政府更应有

所作为，一是推出相应产业政策，引导企业更新固定资产; 二是制定财政金融政策，如推出贴息政策，对

固定资产更新进行推动; 三是制定宏观政策，避免过度投资造成损失; 四是提出国际合作政策，推动企业

固定资产更新的国际合作，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对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实现

高质量发展。
( 三) 以技术进步为基础、软硬件兼备

从性质上进行考察，固定资产更新可分为简单更新和技术更新两大类。简单更新是用技术水平相

同、使用价值一样的新固定资产来替换旧固定资产; 技术更新是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与先进技术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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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以革新形式进行的更新，是用技术水平较高、使用价值较大的固定资产来替换技术水平较低的固定

资产，这种情况属于固定资产内涵扩大再生产的范畴。毫无疑问，现阶段正处于世界产业革命的窗口期

和调整期，此轮固定资产的大规模更新必须以技术进步为基础，力争实现内涵式扩大再生产。
应该注意到，在对生产率悖论的研究过程中，学者们不仅将关注点聚焦于信息技术更新本身，更将

与之相关的人力资本投入纳入研究范围。通过企业层面的大样本研究证实，对相关人力资本进行投入，

比计算机设备投入对企业绩效的提升有更强的相关性。学者们在研究中还发现，组织对企业固定资产

更新有重要的调节作用。这些研究对当前的启示是，在以创新为基础的固定资产更新过程中，既要引进

先进的硬件设备，也要加强相关人才的引进及相关培训的投入，更要创造与新的固定资产相适应的制度

与文化。因此，采用相对扁平的组织结构，创造鼓励沟通、激发创新的氛围也是实现最大化固定资产投

入效益的重要组织基础。
( 四) 兼顾国内外经济环境

随着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适龄劳动力增速放缓、资本累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降低，经济增速步

入平缓阶段，部分中高端制造业发展已进入产业生命周期的成熟阶段，这些情况对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

长和高质量发展是一个挑战。以资本累积效率为例，近年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额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的差距不断拉大，特别是 2009 年在大量政府主导投资的刺激下，带动大量民间投资，导致投资向新增固

定资本转化过程中效率降低。过去的实践也已充分证明，通过政府直接投资虽然能短暂刺激经济增长，

但由于缺乏高效的资产转化机制，难以最终形成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与长效机制。同时应该看到，主要

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已不能满足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因此，从当前国内的经济形势出发，需要启

动以企业为主体的大规模固定资产更新。
在国际环境方面，我国经济发展外部环境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仍然存在。因此，启动新一轮固定资

产更新，在解决国内问题的同时，还必须兼顾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在全球化背景下进行以创新为基础

的固定资产更新，意味着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固定资产采购，这将在一定程度上调整我国的贸易结构。
因此，通过固定资产更新，扩大进口，有利于在实现国内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同时，为我国赢得持续发展的

外部环境。
( 五) 与“十四五”时期发展目标形成合力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我国正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本轮以创新为基础的固定资产

更新应为实现这个最重大的国家发展目标服务，成为实现“十四五”时期发展目标稳步推进的有效抓

手。
回顾过去，在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进程中，我国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的结构调整中努力

促优势补短板，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作出贡献。在新的发展阶段，从供给侧看，我国经

济结构正处在不断优化过程中。通过以创新为基础的固定资产更新，使新技术在生产过程中得到广泛

使用，带动投资真正转化为新增固定资产，将有效改变我国当前供给侧面临的困境与挑战，促进区域经

济结构发展不断优化升级。从需求侧看，我国国民消费结构正在升级。进行以创新为基础的固定资产

更新，可通过现代物流、5G 通讯、人工智能、物联网、生物医药、新金融科技、民用通航等新供给，创造出

更多新需求，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通过固定资产更新，促进新经济、新产业与新业

态的发展，更好地满足消费升级后的水平与结构，从而在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形成新的经济发展动能与

势头，形成合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特别是在“十四五”时期，要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

构建新发展格局，切实转变发展方式，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
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因此，现阶段抓住时机进行以创新为基础的固定资产更新是一条可

行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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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with Innovative Fixed Asset Renewal

Chen Yong－jun，Gao Ting－fan
( School of Busines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

( Institute for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

Abstract: During the 14th Five Year Plan period，China entered a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To adhere to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build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and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inno-
vation must have practical and hard measures，and innovation－based fixed asset renewal is one of the effective
means for achie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China’s economy． The renewal speed of fixed assets of Chi-
nese enterprises is still relatively slow． The COVID－19 epidemic has greatly increased the urgency of launch-
ing innovation－based fixed asset renewal，and a new round of industrial revolution on a global scale has pro-
vided the possibility for fixed asset renewal． During the“14th Five－Year Plan”period，China’s innovative
fixed asset renewal should focus on the improvement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with enterprises as the main
body，government－driven development，technological progress as the basis，with both hardware and software，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nvironment，and forming a synergy with the de-
velopment goals of the“14th Five－Year Plan”．

Keywords: The 14th Five －Year Plan Period; Renewal of Fixed Asset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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